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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31个省区装配式建筑激励政策文本及其政策示范效应情况，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对中国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驱动模式进行政策组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驱动政策组态可以总结为两种范式：其一，以直接税补和人才培养政策为互补核心变量的内部培养型驱动组态，在针对装配式建筑有一定发展基础的省区时，能够显著提高专利创新水平。其二，以融资主体减负和创优政策支持为互补核心变量的外部激励型驱动组态，在针对建筑企业数量较多的省区时，能够有效推动创新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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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efabricated patent innovation-driven configuration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centive policies and their demonstration effects
Wang Layin，Fu Yue，Li Qian
（School of Management，Xi '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Xi 'an71005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centive policy texts of 31 provinces and the policy demonstration effects, clear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olicy configuration of patent innovation-driven model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tent innovation-driven policy configura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China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paradigms:One is the internal culture-driven policy configuration which takes the direct tax subsidy and the talent cultivation policy as the complementary core variables.This paradig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atent innovation level in provinces with certai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The other is external incentive-driven configuration. It takes the burden reduction of financing subjects and the policy support for excellence as complementary core variabl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development when the number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more provinces an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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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要求：“2025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30%”[1]。为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分别在2017年和2020年公布了两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和产业基地名单；各省区建筑行业“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方向，通过出台各类相关指导意见和激励政策，以期推动了建筑企业在装配式领域的不断向前发展。从时空维度看，我国装配式建筑尚处于一个需不断完善的阶段。李玲燕，张晶晶[2]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研究发现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水平总体偏低，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呈由东向西递减的空间格局。纪颖波，段朝晖等[3]则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装配式建筑发展水平仍处在Ⅲ、Ⅳ级水平，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生产建造能力是影响区域装配式建筑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bookmark: _Hlk8857410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装配式建筑解决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市场可拓的重要战略支撑。而专利水平作为反映创新的重要手段，对自主创新能力有着关键的影响[4]。装配式建筑技术创新过程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离不开各地方政府的推广落实，同样也离不开各主体的技术创新反馈，尤其是建筑企业主体，收集数据显示，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数量远远高于高校及科研机构。从现有研究看，鲜有学者从激励政策及其示范效应出发去研究装配式建筑政策组合对各地区建筑企业专利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为此，本文以31个省区的激励政策及其在各省区的示范效应为样本，通过政策分析表征上层推广情况，通过示范效应表征下层落实情况，应用QCA方法从空间维度系统分析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驱动组合类型，试图探索不同驱动组合类型对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的激励效果，为政府推广装配式建筑、提升装配式技术水平提供参考价值。
1 文献综述
1.1装配式建筑政策研究
装配式建筑政策研究有政府、企业、第三方机构等多个视角，有政策制定和执行等多个内容。
不少学者基于政策本身，从其制定内容进行分析，对政策的适用性进行评价。刘贵文，陶怡等[5]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现有13份中央政府级装配式建筑政策文本中采用的政策工具进行计量和分析后发现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过溢。金国辉，齐丽媛等[6]运用层次分析法和SWOT法对我国西部地区的装配式建筑激励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并依托资源优势发展装配式建筑。刘美霞，李卫东等[7]对6座城市的装配式建筑政策进行了聚类和模拟评估分析，发现需求引导政策、土地支持政策对装配式建筑拉动效应最大，建设环节支持政策最为丰富且拉动效应最为直接有效，财政支持政策和规划支持政策出台和实施的难度最大。Zhou J等[8]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并采用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指出了声誉激励政策和金融激励政策是提升房地产企业在采用装配式住宅建筑时的行为意图和实际行为的有效途径。
随着政策的推广和完善，政策的执行效果也逐渐呈现出来，针对装配式建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理论模型和实践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王志强，张樵民等[9]利用演化博弈及仿真分析得出政府的检查力度与建设单位的间接收益对建设单位应用装配式建筑的概率有直接影响。Song Y等[10]建立了政府监管体系下建筑单位、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和政府部门组成的四方演化博弈模型，表明政府应建立更成熟的监管制度，完善奖惩机制，并提高信息透明度。Jiang W等[11]运用博弈论，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制造商定价、装配商定价、装配率决策及利润的影响，发现政府补贴政策可以给预制构件施工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有利于预制构件的推广。
1.2政策对创新的影响研究
当前，政策对创新的影响研究涉及多个产业，研究成果丰富。在数字经济方面，余长林等[12]分析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用贷款、行业准入制度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政府补贴和行业准入制度影响显著。在重污染行业方面，王超等[13]利用连续性DID方法和S-GMM方法分析出研发投入的增加和资本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显著改善重污染行业绿色技术创新。在新能源方面，徐乐等[14]从需求侧角度探讨了产业政策对新能源技术创新效应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与新能源技术创新之间成正相关关系，但具体效果因行业特征等因素而存在一定差异。低碳经济政策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是其中的热点。如钟昌标，胡大猛等[15]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中国低碳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低碳试点政策诱发了地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绝对水平及相对水平。Du G等[16]采用空间德宾模型在国家层面阐述了排放交易‎‎政策‎‎对试点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应，发现政策对试点地区绿色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周边地区创新有显著抑制作用。
专利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对衡量创新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Schleich J等[17]将专利数量用作创新的指标，探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12个国家推动风电技术创新的政策影响因素，发现风电技术专利数量与风电公共政策关系密切。Lindman A等[18]采用1977-2009年期间四个西欧国家的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公共研发政策支持能有效提高风电行业的创新水平。Jin Y等[19]通过采用商业公司申请专利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发现生物技术专利数量对商业创新有着积极影响。王班班等[20]以中国工业行业专利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市场型和命令型政策对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效应。王珍愚等[21]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从环境规制角度研究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特征。
从已有文献看，政策对于建筑创新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多以对绿色建筑的技术创新为主。Kong F等[22]认为供给类政策相较于需求类政策更容易促进绿色建筑的技术创新和发展。Yang Z J等[23]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8个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发现政策法规通过市场环境对企业绿色建筑技术集成绩效形成正向影响。
1.3研究评述
综上，对于装配式建筑政策的研究尚有多主体视角，有多种类型，有制定和执行两个层面，但更多强调激励政策的综合效应，或以补贴等某类别政策为主导评价其效果。缺乏兼顾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的相关研究。此外，政策对创新的研究多以其他行业为对象，对建筑行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较少，甚少涉猎装配式建筑政策对其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此，本文以激励政策分析表征上层推广情况，通过示范效应表征下层落实情况，研究两者驱动组合对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的影响，以期找到典型政策组合，因地制宜地提高不同区域装配式建筑技术发展水平。
2 研究设计
2.1方法选择
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由查尔斯•拉金 (Charles C. Ragin) 在1987 年提出，它是一种基于集合论的组态分析方法[24]。作为一种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多个领域。朱亚丽，郭长伟[25]运用QCA清晰集进行了员工的内部创业驱动组态研究。郭元源，葛江宁等[26]基于清晰集分析了科技创新政策组合供给模式。在企业跨国并购方面,谢洪明,邵乐乐等[27]发现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5种主要驱动模式。Xie X[28]通过扎根和fsQCA探讨了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模式促进产品创新的因果机制。Tóth Z[29]则利用模糊集QCA研究了客户企业的关系吸引力配置。
QCA方法以布尔代数运算为核心，超越了传统的个案研究方法，除了能够系统考察事件发生的成因外，也关注内部成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可能性组合，从而找到激发事件结果的多个成因、成因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多个成因组合，更深入地理解事件产生的复杂因果关系。本文之所以选择QCA方法，源于其优势与本文的研究内容高度契合。其一，QCA方法可以处理复杂的非对称性因果关系[30]。传统实证研究方法往往只能处理对称关系，但各类政策与装配式专利创新水平形成的关系并非简单对称。比如，理论上采用直接税补政策可以促进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但这一推论可能只在某省区发挥作用，而在另一些省区没有效果。其二，QCA方法所得到的同种结果，其成因可能来自不同条件组合类型。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水平的提升往往不是靠一个或一类政策的推动作用。比如，装配式专利创新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采用直接税补和人才培养政策实现，同样也可以通过融资主体减负和创优类政策协同来实现。其三，QCA 方法可以很好地适应对中小规模样本的分析。传统实证研究方法一般需要大样本，而QCA对于样本规模的要求不高，一般在12-15个以上即可[24]，其结果稳健性只与样本代表性相关而与数量无关。本文以31个省区的典型政策和示范效应为样本，属于小样本范畴，5个前因条件变量已经足够保证最终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2.2数据收集与整理 
政策文本数据收集与整理。政策文本数据取自2016-2020年全国31个省区（不含港澳台）人民政府办公厅和住房与城乡建设厅所发布的关于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典型政策文本，如二者内容相同，只取其一。基于扎根理论对该文本库进行系统分析，运用NVivo软件找出核心关键词及频数。过程中，筛除停词，包括数字、介词、‘啊、的、了、得’等助词、“及、和、与、或、或者”等连词；去无用词，包括“施工”、“生产”、 “配置”、 “建筑”、“建造”、“建设”、 “技术”、“设计”、“方法” 、“系统”、“体系”等泛指且无明确细部对象的名词，删除误入的动词、形容词，并排除频数小于样本量1/3的关键词。最后，对核心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四类激励：税费补贴类、金融服务类、人才保障类、评奖创优类。如表1所示。
表1 政策文本库核心关键词聚类及频数
	核心关键词聚类
	频数

	税费补贴类
	144

	金融服务类
	125

	人才保障类
	73

	评奖创优类
	37


示范效应数据收集与整理。考虑到示范基地比示范城市的数据更多更精细，收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17年发布的195个示范产业基地、在2020年发布的121个示范产业基地。以各个省区的两批示范产业基地的数量作为示范效应的依据。
专利研发主体的数据收集与整理。在中国发明专利数据库中对建筑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行业研发主体的专利发明数量分别进行检索，时间设定为2010.1.1-2020.12.31，共得到163 72条专利记录，建筑企业专利数量占比高达68%，如表2所示。
表2 装配式建筑专利研发主体专利数量情况
	行业研发主体
	发明专利数量
	占总数比例

	建筑企业
	112 56
	68.75%

	个人
	222 9
	13.61%

	高校
	233 4
	14.26%

	科研机构
	553
	3.38%

	合计
	163 72
	1


专利创新数据收集与整理。运用关键词搜索的方法，把专利范围确定在E部（固定建筑物），以“预制(abstract) +E” or “装配(abstract) +E”为检索词汇，在中国发明专利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时间设定为2016.1.1-2020.12.31，共得到105 37条专利记录。对各省区建筑企业专利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中国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数量分布表
	省区
	数量

	北京
	839

	天津
	232

	河北
	273

	…
	…

	宁夏
	16

	新疆
	13


2.3变量设计
2.3.1 条件变量
（1）税费补贴类政策：税费补贴类激励政策可以减轻建筑企业的资金负担，能够促进地区、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发展，从而促进装配式建筑在该地区的推广和运用。税收补贴激励不仅有利于当期，而且有利于未来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31]。本文把税费补贴类政策分为直接税补类和间接税补类两部分。其中，直接税补类包括：符合新材料目录的相关企业享受增值税即退优惠；按面积或投资额给予装配式建筑一定的直接资金奖励和资金补贴等。间接税补类包括：后期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装配式建筑企业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采用装配式建筑的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等可予以一定程度减免或减半等。
[bookmark: _Hlk88730554]（2）金融服务类政策：国家通过金融机构对装配式建筑产业、企业或具体项目给予支持，可以提升其发展水平。另外，与金融结合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关联产业的创新水平[32]。金融服务类政策通常可以分为主体减负型和金融环境优化型两类[26]。主体减负类主要包括拓宽抵押范围、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贷款利率等直接降低企业金融压力的政策；而金融环境优化包括引导银企对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等间接优化建筑企业融资环境的政策。
（3）人才保障类政策：创新人才政策的总量、政策工具的类别与组合、人才多样性等指标与区域人才发展、区域创新绩效密切相关[33]。根据实施对象不同，可以分为人才引进类和人才培养类。人才引进类主要包括：积极引进装配式建筑领域的人才，并按规定享受有关优惠；设立人才引进专项资金吸引省外及国外相关技术人员等。人才培养类主要指通过加强校企合作，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投入，建立培训基地，加强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等方式提高已有人员的技术水平。
（4）评奖创优类政策：良好的创优环境是提高创新水平的重要前提[34]。本文的评奖创优类政策包括：对评选各类（设计、施工、运维等）奖项时优先推荐并优先授予装配式建筑；对装配式建筑业绩突出的企业，在资质晋升、评奖评优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等。
（5）示范效应情况：一个好的产业基地能够有效带动周边区域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从而从量变到质变促进其技术创新水平提高[35]。本文用装配式建筑示范产业基地的数量度量示范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省区政策的落实情况。
2.3.2 结果变量
专利数量能够对区域创新水平进行有效衡量[36]。本文采用2016年到2020年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数量作为结果变量来度量各省区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水平。
2.4变量测量与校准
数据“校准”是本文QCA方法的关键步骤，即确定案例或样本在代表条件和结果集合中的隶属度。具体变量校准步骤如下。 
（1）条件变量。关于税费补贴类政策，如果各省区建筑企业更偏向于采用直接税补类政策，则赋值为1，否则为0。关于金融服务类政策，如果各省区建筑企业更偏向于采用主体减负类政策，则赋值为1，否则为0。关于人才保障类政策，如果各省区建筑企业更偏向于采用人才引进类政策，则赋值为1，否则为0。关于评奖创优类政策，如果各省区评奖创优政策对建筑企业装配式有倾斜，则赋值为1，否则为0。关于政策的示范效应情况，如果该省区有拥有超过平均水平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数量，则认为政策落实情况较好，则赋值为1，否则为0。具体赋值分类标准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赋值表
	变量
	测量标准
	赋值

	税费补贴类政策（SF）
	直接税补类政策更多
	1

	
	间接税补类政策更多
	0

	金融服务类政策（JR）
	主体减负类政策更多
	1

	
	金融环境优化类政策更多
	0

	人才保障类政策（RC）
	人才引进类政策更多
	1

	
	人才培养类政策更多
	0

	评奖创优类政策（CY）
	有评奖创优政策支持
	1

	
	无评奖创优政策支持
	0

	示范效应情况（SFXY）
	高示范效应
	1

	
	低示范效应
	0

	创新水平（CXSP）
	高创新水平
	1

	
	低创新水平
	0


（2）结果变量。创新水平根据各省区的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数量进行划分，若该省区拥有超过平均水平的装配式建筑专利数量，则认为该省区属于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水平较高的省区，赋值1，否则为0。
3 实证分析
3.1真值表构建
对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二分校准赋值后，把原始数据进行转化后得到的变量真值表如表5所示。


表5 变量真值表
	SF
	JR
	CY
	RC
	SFXY
	频数

	1
	1
	1
	1
	0
	4

	0
	1
	0
	0
	1
	3

	1
	1
	1
	0
	1
	3

	0
	1
	1
	0
	0
	3

	1
	0
	0
	0
	1
	2

	1
	1
	0
	0
	1
	2

	1
	1
	0
	1
	1
	2

	0
	1
	1
	1
	1
	2

	1
	0
	0
	1
	0
	2

	1
	1
	1
	1
	1
	2

	0
	1
	0
	0
	0
	1

	1
	0
	1
	0
	0
	1

	0
	0
	0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1
	0
	1

	0
	1
	1
	1
	0
	1



3.2必要条件分析 
运用fsQCA3.0软件进行分析，首先对结果变量进行必要条件分析（见表6）。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是检验结果集合是否为某个条件集合的子集[24]。判断单个条件为必要条件的标准是其一致性至少达到0.90[24]。由表6可知，最高的一致性水平达到0.86，均未超过0.90，说明这五个条件变量均不能单独解释（CXSP）高创新水平，即不是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高水平的必要条件，在组态分析中不需要做进一步处理。
表6 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高创新
	低创新

	SF
	0.667
	0.500

	~SF
	0.333
	0.500

	JR
	0.800
	0.688

	~JR
	0.200
	0.312

	CY
	0.333
	0.813

	~CY
	0.667
	0.187

	RC
	0.200
	0.688

	~RC
	0.800
	0.312

	SFXY
	0.867
	0.187

	~SFXY
	0.133
	0.813


注：“～”表示逻辑“非”。
3.3充分性分析
充分性分析是探索多个条件构成的组态代表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37]。根据设定的门槛值的不同，QCA所分析出的组态数量也并不统一。因此，本文在进行标准化分析之前，首先对相关门槛值进行设定[38]：其一，本文研究样本属于中小型，所以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其二，将一致性门槛阈值设定为0.8；其三，为了降低矛盾组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PRI的最低值设定为0.7；其四，在必要性分析结果中，部分前因变量的存在可能呈现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水平高的省区，在分析过程中，这部分变量均选择“存在”，其余变量均选择“存在或缺席”。
相关门槛设置完成后开始标准化分析，软件总共生成3种解，分别为简单、中间以及复杂解[37]。而本文所要用到的主要为中间解以及简单解，以合理适中的中间解为主，并利用简单解来帮助判断核心辅助条件[39]。进行布尔代数运算后，分析得出5条驱动装配式建筑专利创新水平提升的中间解（见表7）。在表7中，组态1～组态5（H1a、H1b、H1c、H2a、H2b）是实现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高水平的充分条件组合，其一致性均满足要求。并且总体一致性为1，说明满足这些组态的省区都实现了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高水平发展。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93，表明5种组态共同解释了约93%的案例。
表7 组态分析结果
	
	H1a
	H1b
	H1c
	H2a
	H2b

	SF
	●
	●
	●
	
	●

	JR
	
	●
	
	●
	●

	CY
	
	
	●
	●
	●

	RC
	
	
	
	
	●

	SFXY
	●
	●
	
	
	

	一致性
	1
	1
	1
	1
	1

	原始覆盖率
	0.27
	0.27
	0.33
	0.27
	0.07

	唯一覆盖率
	0.27
	0.13
	0.2
	0.13
	0.07

	总体一致性
	1
	
	
	
	

	总体覆盖率
	0.93
	
	
	
	


注:1）●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表示该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构型中该条件可存在、可不存在；2）●或表示核心条件，●或表示辅助条件。

3.4组态分析
3.4.1驱动组态分析
（1）内部培养型驱动组态。该组态一共包含三类前因条件构型，分别为H1a（SF×~CY×~RC×SFXY），
[bookmark: _Hlk88760257]H1b（SF×JR×~RC×SFXY），H1c（SF×~JR×CY×~RC×~SFXY）。在这三类构型中，直接税补和人才培养政策作为核心变量互补存在。直接税补相较于通过下调税率或减免保证金进行间接税补来说对企业的作用效果更为直观，这是因为直接税补往往发生在创新结果产生之前，而间接税补往往发生在创新结果产生之后，两者对企业创新意愿的激励效果固然有差别，并且创新结果产生之前所降低的费用正好可以利用在之后的人才培养方面。人才方面则以优化培养环境来提升已有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为主。我国目前处于装配式大力发展的初期，各类资源还比较匮乏，相较于以更高的成本吸引外部人才，更多发展水平适中的中部地区企业偏向于培养塑造自己的人才，基数更大，对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也会更好。除开核心条件变量，H1a（SF×~CY×~RC×SFXY）和H1b（SF×JR×~RC×SFXY）构型中，示范效应都作为辅助条件存在，两种构型的一致率和覆盖率分别为1和0.27。高的示范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的政策落实程度，这两类构型中的样本主要针对的是装配式建筑已经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如上海、江苏、山东等东部沿海省区建筑企业。在另一种构型H1c（SF×~JR×CY×~RC×~SFXY）中，金融环境优化，创优环境优化，低示范效应作为辅助条件共同作用，一致率为1，覆盖率为0.33。这种构型针对的是装配式建筑发展相对较为缓慢的如陕西等省区建筑企业，除开税费补贴及人才培养外，他们还需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氛围来为人才提高创新活力。
[bookmark: _Hlk88760531][bookmark: _Hlk88748351][bookmark: _Hlk88760486][bookmark: _GoBack]（2）外部激励型驱动组态。该组态一共包含两类前因条件构型，分别为H2a（~SF×JR×CY×~RC），H2b（SF×JR×CY×RC）。在这两类构型中，金融主体减负和评奖评奖创优政策支持作为核心变量互补存在。建筑企业数量占比更多的省区迫于省区内部竞争压力，融资能力不强，受限于资金成本因而不敢过多的尝试创新，相较于金融环境优化，主体减负通过拓宽抵押范围、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贷款利率等方式能够更为直接的降低企业融资压力，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意愿，提高创新水平。在装配式建筑发展初期的大环境下，各类企业都需要资质评选，创优评奖来提升企业知名度和信誉度，以此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作为创新的实施主体，环境的优化在融资压力降低的前提下，能为他们营造更好的创新氛围，提供更好的创新机会，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除开核心条件变量，H2a（~SF×JR×CY×~RC）构型中，间接税补和人才培养作为辅助变量存在，一致率为1，覆盖率为0.27。由于间接税补往往发生在创新结果产生之后，因此该类构型更适用于一些已经有一定创新基础且企业竞争激烈的如浙江等省区。另一种构型H2b（SF×JR×CY×RC）中，一致率为1，覆盖率为0.07。该类构型覆盖率相比前面来看会比较低，原因在于该类构型主要适用于西藏、内蒙古、新疆等装配式发展还比较落后的西北地区，除开外部激励以外，这类城市建筑企业还存在人才资源稀缺的问题，所以需要营造更好的环境来吸引其它地区人才的流入。
3.4.2组态间横向分析
纵观五种组态，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直接税补类和人才培养类政策作为前因条件出现的频率最高，说明这两类政策是影响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水平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外部激励型驱动组态相较于内部培养型更适用于建筑企业数量占比更多的省区。两种类型的驱动组态所针对的省区区域也不尽相同，装配式建筑发展水平较落后的省区企业更倾向于人才引进类政策，而装配式建筑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更注重自身企业人才的培养。尽管如此，根据省区的特殊性选择相适应的驱动组态，仍能够带来较高的专利创新水平。 
4结论与讨论
[bookmark: _Hlk88763266][bookmark: _Hlk88763630][bookmark: _Hlk88763292][bookmark: _Hlk88763666]本文通过收集31个省区的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数据，基于装配式建筑激励政策及其示范效应两个视角运用QCA方法探讨了我国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驱动组态问题，找出了五种能达到高创新水平的前因条件构型，并结合各省区装配式建筑的具体发展情况，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直接税补政策作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创新研发成本，从而提高专利创新水平。大多数省区企业更加倾向于培养现有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来发展创新。其次，以直接税补和人才培养政策作为互补核心变量的内部培养型驱动组态在针对装配式建筑有一定发展基础的省区建筑企业时，能有效提高专利创新水平。最后，以金融主体减负和评奖创优政策支持作为互补核心变量的外部激励型驱动组态在针对竞争压力更大的企业时，能够有效提高专利创新水平。
对于提高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水平的实践启示如下: 首先，激励政策及其示范效应的驱动组合效果要优于其中某一项前因条件的单独供给。要注重政策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省区装配式建筑的具体发展情况，明确激励目标，进行靶向治疗。在政策制定及落实的时候要重点关注他们之间的系统性及整体性，避免过分集中聚焦于某一项政策; 其次，直接税补政策是影响装配式专利创新水平最为直接的因素之一，可以作为激发专利创新的主流政策，从而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 最后，即便在间接税补主导的情况下，某些地区建筑企业仍然有较高的专利创新水平，说明在装配式建筑专利创新水平有一定基础以后，专利创新水平的提高不再拘泥于创新成果产生之前的税收补贴，而是与企业自身积极向上发展的愿景有关。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下:首先，影响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水平的因素除激励政策以及政策示范效应情况外，还包括资源环境配置、人力资本水平等，其次，本文的研究分析并未考虑政策制定、发布过程中产生的误差影响，以及政策执行阶段的供需偏差情况，仅仅在政策本身的适用性上对建筑企业装配式专利创新水平进行了分析，在之后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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